
 

海洋文化扩展与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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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陆域资源日益枯竭，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也越来越

深刻，海洋文化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中国的崛起同样得益于海洋文化的扩展，文章通过建立文化—语言—

制度—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构造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静态与动态两种面板数据模型，将海洋文化

扩展从三重维度纳入一个经济系统。研究发现，对外开放提高了海洋文化的地位，带来海洋文化全方位

扩展，并改变全社会语言生态，促成全新的公共政策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变

迁，并通过梯度效应、层次效应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实现中国崛起。文章希冀在海洋世纪到来的

新时期，中国快速实现海洋强国的梦想，全方位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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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以年均9%以上的增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一个

不争的事实。许多学者研究发现，中国首先在沿海崛起，由沿海带动内地，从而促进中国崛起。

对中国崛起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优惠政策和政策倾斜

是主要原因（Fleisher和Chen，1997；Démurger等，2002）；也有学者认为，地理因素和资源禀赋起

决定性作用（Démurger等，2002；Diamond，1998；Bao等，2002）；还有学者从技术、人力资本、基础

设施、FDI、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寻找原因（吴延兵，2008；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刘勇，2010；魏

后凯，2002；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这些学者的观点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解释力度需要进一

步强化。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市场化力量，不少学者认为市场因素对沿海地区崛起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王小鲁和樊纲（2004）利用2000年各省份市场化指数的数据证明了市场发展水

平 与 经 济 增 长 存 在 正 相 关 ， 沿 海 地 区 经 济 的 高 速 增 长 得 益 于 市 场 化 水 平 的 提 高 ； 周 业 安 等

（2004）论证了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王小鲁等（2009）证明了市场化可以提高生产效

率，市场化使资源配置趋于优化；樊纲等（2011）运用市场化指数证明了市场化对各地区TFP的

提高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韦倩等（2014）认为市场化对沿海地区崛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运用28个省份1985–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多种稳健性检验。

收稿日期：2017-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构建南海海洋共同体研究”（16BJL095）。

作者简介：张尔升（1961－），男，安徽阜阳人，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明　旭（1978－），男，四川南充人，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讲师；

徐　华（1993－），女，江西赣州人，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

第 20 卷 第 3 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Vol. 20 No. 3
2018年6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un. 2018

DOI: 10.16538/j.cnki.jsufe.2018.03.001



本文认同市场化对沿海地区经济崛起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还认为市场化之所以能

够促进沿海地区的崛起，其关键因素是海洋文化扩展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陆海复合

型文化，不仅有农耕文化、游牧（草原）文化，也有丰富的海洋文化。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自古

以来中外交流就一直没有停止。历史上，我国沿海地区居住着大量的人口，其思想观念、思维

模式、生活方式都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色，只是到了明中后期和清代忽视了海洋文化。1978年，中

国改革开放激活了沿海地区海洋文化的元素，自然而然地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不仅成为新思潮、新观念的发源地，也成为吸引外资最多、体制创新最活跃、经济增长最快的

地区。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将海洋文化作为东西文化的分界线是错误的，他认为西方文化是

蓝色的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扩张的，东方文化是黄色的、内陆的、封闭的、保守的。其实，中国

的海洋文化更具独特性，是开放的、重商的、开拓的，并且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广大内地产

生很大的影响。

沿海地区崛起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区域经济学家很早就进行了论述，主要是按照两条线索

解释的：一是经典的自由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要素流动有助

于缩小要素禀赋差距，使各地发展条件趋于一致。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就提出：自由

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它能使参与贸易的国家走向富裕。Solow（1956）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

及要素自由流动假设出发，引入外生技术进步因素，提出趋同假说，即要素自由流动使要素和

产品价格趋同，各国经济增长趋同。Williams和McGuire（2010）提出倒U形假说，认为经济发展早

期地区差距扩大，经济发展后期地区差距缩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实行不平衡发展战

略，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

展。封小云（2004）就此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认

为CEPA的建立，从长远来看是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份大礼。

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由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政府控制着或主导着经济活动，地方

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市场的力量而是政府的行为，许多研究文献都认为政府在

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支出功能，在城市化建设、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东欧转型国家的“攫取之手”不同，中国的地方

政府发挥了“援助之手”的作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不少文献在研究地方经济崛

起时，都遵循地方政府竞争的逻辑，学者们认为：地方政府竞争能促进资本流动，甚至带来制

度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有的学者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进行验证，认为地方政府竞争越激

烈，地方经济增长越快（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Lin和Liu，2000；张晏和龚六堂，2004、2005；周业

安，2003；徐现祥等，2007）。

我们认为，研究沿海地区对内地的影响从海洋文化的扩展入手更有说服力，因为沿海地区

的崛起主要不是取决于有形的物质因素，而是取决于以海洋文化为特征的先进的思想文化观

念、科学的制度设计以及现代化的管理效率。沿海地区对内地的带动和影响，不仅是向内地转

移企业、支援资金，更重要的是输出海洋文化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首先，任何经济发展都必须

依据一定的秩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社会秩序的演化和社会规则的变异与传递，必须

有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其次，市场化必须以文化观念市场化为前提，市场化条件下人们必须

接受规则的约束，既包括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规则。最后，地方政府竞争必须有竞争文化

作支撑，没有竞争文化，则竞争无规则，必然会带来秩序的混乱不堪。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功

能、价值体系、公民素质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内容。

其实，以往的文献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一般认为，经济与文化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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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两种力量，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文

化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文化又渗透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经济活动是由人承担的，人的

思想观念和素质决定经济活动的水平和质量；同时，经济与文化之间还具有一种稳定的结构关

系，没有这种稳定的结构关系，经济难以得到充分发展，也就是说，落后的文化只能与落后的

生产和落后的制度相适应。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文化对经济增长

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文化多样性实现的。Ottaviano和

Peri（2006）的研究结论表明，文化多样性对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具有积极的正面净效应。文化

多样性有利于政局稳定，不同文化的交融对本土族群的创新思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促进经

济增长的因素之一（Dieckman，1996；Lian和Oneal，1997；Hwang，2003）。也有学者提出质疑甚至

得出相反的观点，Lian和Oneal（1997）采用98个国家1960–1985年的样本研究文化多样性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将文化多样性引入巴罗（Barro）基本模型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信仰、语

言、宗教差异对人均GDP增长率影响不大；Hwang（2003）研究文化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结果显示：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没有联系，但在统计意义上，落后国家的宗教多样性对人均

GDP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不仅如此，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文化作为

非正式制度因素，通过政治经济体制、劳动者素质影响经济增长。不少学者认为，文化资本通

过 社 会 成 员 身 上 的 文 化 能 力 进 行 文 化 产 品 创 造 或 企 业 创 新 ， 从 而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Collins等

（1996）对亚洲7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表明，庞大多样的文化基础，使东亚国家和地区GDP的增

长高于其他经济体。Allen（2004）通过对美国48个州的回归分析，认为增加文化支出可以促进经

济增长。Wynne（1992）研究英国文化产业发展后认为，文化产业可以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发展。

蔡旺春（2010）采用2007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及文化产业产值与GDP的数据分析各产业

与GDP的关系，结果表明：文化产业会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

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陆立新（2009）采用1990–2006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文化

产业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文化产业投资每增加1%，GDP增加0.237 5%；侯志德（2009）利用

我国1994–2008年的数据发现，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加1亿元，GDP将增长51.84亿元。王林和顾

江（200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文化产业对长三角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波和张志鹏

（2004）认为，企业家文化资本投资推动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制度资本的高效应用，从而推动

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从文化方面研究了沿海地区的崛起及其对内地的影响，并得出许多有

价值的结论，但仍然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即现有文献往往只重视器物层文化的作用，而忽视

了精神层文化与制度层文化、器物层文化的协调。本文认为，研究中国崛起，首先要理解中国

崛起的文化因素，文化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在中国崛起中发挥巨大作用，而且还渗透、融

合在其他要素中并发挥作用。同是文明大国，埃及、巴比伦没有重新崛起，同为转轨国家，俄罗

斯东欧国家没有成功，因此，研究中国崛起，必须将文化因素作为重中之重，本文由此将海洋

文化扩展作为抓手，研究文化因素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作用。

海洋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受海洋影响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徐杰舜，1997）。因此，本文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城市化、基础设施等因素的情况

下，从三个维度将海洋文化扩展纳入一个经济系统，通过构造面板数据，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

板计量模型估计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的影响，研究发现：海洋文化扩展既表现出突飞性又

包含渐进性，通过梯度效应、层级效应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从而实现中国崛起。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是：（1）构造了一个文化—语言—制度—经济增长的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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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并将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虽然研究中国崛起的文献很多，但从海洋文化方

面寻找原因的研究不多，本文从海洋文化扩展的视角研究中国崛起能够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研

究的空间。（3）本文将海洋文化的扩展抽象为变量，并代入数学模型，力争为海洋经济学、文化

济经学的研究做一点贡献。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的影响机制

研究；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研究假设、模型构建、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包括

模型估计、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二、  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中国文化产生于黄河流域，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线、由农耕文化主宰的文化，但是海洋文化

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农耕文化相比，海洋文化的特征为：（1）开放性。全方位对外开

放。航海必然带来海外贸易和人口流动。开放程度越大，经济发展越快。（2）开拓性。海洋文化

通过不断开发和征服海洋，拓展生存空间和经济活动范围。（3）多元性。海洋文化具有很强的

包容性，容忍异质文化、多元文化的共存与竞争。（4）重商性。海洋文化重视发展海外市场，追

求经济利益。代表海洋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隋唐出现繁荣景象，宋元

实现全盛，郑和下西洋达到了鼎盛。明中期的倭寇侵扰，几乎使明王朝中断了海外贸易；清王

朝的严酷海禁，片板不能入海，使海洋文化走向衰落。直到“五四”运动，海洋文化才被提及，但

由于救亡图存压倒一切，海洋文化被淡化。之后，海洋文化仅限于学术界的讨论，没有成为滋

养民族的新元素，更没有达成全社会的共识，从而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

本文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海洋文化扩展的结果，其典型是南海文化的扩张。中国的改革由

农村发起（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向全国推行，但改革只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中国的开放则从

广东肇始，即从建立经济区开始：1979年4月中国决定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其中深

圳特区规模最大，建设最成功，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发挥的作用最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海

洋文化的扩展就是南海海洋文化的扩展。因此，对外开放全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广东作为海洋文化扩展的源头是有复杂的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主要活跃于岭南，以南海为中心，番禺（广州）徐闻（雷州半岛）是最古老、最大的港口，广东的

造船业也是最发达的。广东由于南岭阻隔，受中原文化（农耕文化）影响较小，有“天子南库”之

称，与北部沿海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海洋文化更具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清两朝海禁

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广州具有特殊的经济地位，成为政府指定的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

州十三行也成为全国唯一专营对外贸易的半官方垄断机构，直到鸦片战争前有近百年的时间。

以广东为源头的海洋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比，其特征是不安现状、敢于冒险、开拓进取、

全民皆商、海纳百川、敢做敢为、求新求变，概括来说就是重商文化、创新文化、务实文化。改革

开放近40年来，正是这些文化元素的扩展，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推动了中国的文化转型，使

中国不断适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中国崛起。

1. 海洋文化扩展带来语言环境的嬗变

众所周知，文化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记

录文化的符号系统，文化特征必然会对语言特征、使用方式产生影响。海洋文化的扩展是从语

言扩展开始的，即从语言符号系统的变化开始的。首先是官方语言变化，也就是体现国家意志

和意识形态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其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以标语口号为例简要分析。标语是官

方语言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的体制下，标语是政府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理念体现，是向基层

和民众传递信号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后，主要的标语口号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横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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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牛鬼蛇神”、“斗私批修”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锐意改

革，开拓进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标语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有明显的导向性，对民众的观念变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其

次是民众语言的变化，也就是普通大众思想意识和审美观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主要变化表现

在由“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转变为“懒惰可耻，致富光荣”、“要想不受穷，外出打工才能行”

等。总之，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语言变化，改变了社会的语言环境、价值观念、价值判断标准以

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社会的审美文化，同时也给社会注入了现代化的活力。

2. 海洋文化扩展催生制度变迁

以海洋话语为特征的海洋文化的扩展，必然产生海洋话语活动，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

生态，形成新的话语系统，催生新政策（制度）的产生。按照塞尔的观点：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

会制度，没有语言就没有其他制度。同样，没有语言人们就无法理解制度，也就是说，语言是一

种能使其他制度成为一种可能的元制度，是开始和结束所有制度的制度。可见，语言创造了制

度事实，制度或规则必然通过语言描述出来，没有用语言描述出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成为制度

（韦森，2014）。

在我国，随着海洋文化的扩展以及海洋话语的普及，催生了新政策（制度），主要表现在公

共政策话语系统领域。公共政策话语就是关于集体行动规划的话语表述，它是一种能够传递到

相关的集体成员并被他们理解、认同和遵从的语言符号系统（杨正联，2011），这种特定利益关

系状况的话语阐释或话语构建，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规则。我国的公共政策话语系统包

括语言符号的公共政策话语和围绕话语符号信息发出及传播的公共话语的说出平台乃至宣传

活动，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党代会是中国公

共政策话语极高的、具有合法性效力的说出平台，因为党组织是公共权力的合法使用者，党代

会代表遍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和民意基础，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是制订

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党代会召开过八次（十二大至十九大），党代会政治报告所体现的海洋

文化内涵不断增加与深化。十二大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

延续，其公共政策和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认为，十二大政治报告体现海洋文化的元素

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政策导向和指导思想上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

为中心，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次，在价值判断上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

组织和个人的评价不再采用单一的政治标准，而主要体现为经济实绩。再次，在行动上促进经

济全面高涨，而不是抓阶级敌人。最后，在原则上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党代会都

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体现海洋文化的元素也不断增多。十三大政治报告强调改革要扩大深度

与广度，不断发展对外技术合作与交流；十四大政治报告将对外开放引入政策（制度）话语，确

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三个面向；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引进来、走

出去；十七大政治报告将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再次强调提高开放水平，并

将文化创新、繁荣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纳入政策话语（制度话语）；十八大政治报告强调

全面提高开放水平，将海洋强国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十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陆海统

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中国公共政策话语还可以在法律法规的平台上说出。改革开放以来，完整体现海洋文化的

法律法规就有两部：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2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为行使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权益奠定了基础；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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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经济区法与大陆架法》（1998年6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对推动中国海洋事业的

全面发展，保护、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文化在地域上的扩展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以1979年建设4个经济特区为起点，之后将

14个沿海城市作为开放城市，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其次，建设沿海经济带（从1985年建设长三

角、珠三角、闽南三角，1988年扩大到辽东、山东半岛）和15个保税区；最后，开发浦东新区，中国

加入WTO，自贸区建设，直至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海洋文化扩展以点带面、以点连

线，由沿海到内地，由局部到全局，层层推进，使体现海洋文化特征的制度在全国形成，从而推

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中国崛起。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们早有论述，库兹涅茨很早就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

个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对于中国而

言，包含海洋文化的制度与传统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它改变了传统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

人力资本的配置方式，减少了交易成本，同时也改变了激励的方式，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

性活动，而非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全面崛起。本文在揭示文化—

语言—制度—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并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后，对这一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三、  海洋文化扩展的测量与模型设计

（一）海洋文化扩展的测量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海洋文化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是以政府

推进为主导，以建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再到开放内地为顺序，以电影、电视、报刊、网络、录像

为载体，以吸引外资、市场化改革、企业改制、开发区建设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上却反映在

公民价值观体系的变化和对海洋文化的接纳上，这些变化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完善。由于海

洋文化扩展涉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内容，精确测量海洋文化的扩展是

困难的。为了增加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选择以下三项指标作为度量海洋文化扩展引发制度

变迁的变量，选择理由及度量方法如下：

1. 对外开放度

与传统的闭关自守的农耕文化相比，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全方位

开放的文化。因为大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开放就无法立足，在这种全方位开放的文化语境

下，各种要素以及产品、资金、技术、人才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衡量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就是进出

口贸易额，其大小直接反映开放度的高低，而开放度的高低又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用进出口总

额与GDP的比值测量对外开放度。

2. 市场化

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相比，中国的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或市场文化。因此，

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洋文化扩展的速度与效果。目前，测量市场化水平比

较科学和比较权威的指标是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1），该指数从五个方面测量各省份的市场

化水平，由于该指标时间短，补充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本文采用非国有单位职工占总就业人

数的比重来测量市场化水平。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一项重要内容，非国有

单位就业人员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接受市场观念的程度。

3. 外商直接投资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开拓性，它可以弥补资金缺乏，促进资本要素的

集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吸引多少，与文化的包容度有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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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当地政府和居民对海洋文化包容性越强，思想观念转变越快，则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

同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多少，还反映投资者的文化观念运用到投资地经营活动中的成效。

它既是投资者海洋文化扩展能力的体现，又是本地文化与海洋文化融合的体现。许多文献都证

实，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

（二）模型设计

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典方法是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及其数据分析方法，这种分析

方法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上，各因素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本文认为，如果考

虑海洋文化扩展引起制度变迁的影响，这种模型估计可能就不够精确了。首先，文化与经济发

展的各因素是互动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冲击，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

影响。其次，文化对经济发展各因素的影响不是即时发生的而是滞后的，并对经济增长长期发

挥作用。再次，海洋文化扩展的速度和效果受时间因素的影响，时间长短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同

影响。因此，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将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互动关系、海洋文化的扩展效果引入模型

中，可以准确刻画各变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使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异，除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

影响外，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由于海洋文化的扩展，经济增长各因

素之间产生互动，并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本文从最基本的Solow模型分

析开始。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Solow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它成为所有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

Barro（2000）曾利用Solow模型建立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制度变量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本文利用这一模型并进行扩展。首先，我们基于一个最基本的Solow增长模型，加入

制度变量作为扩展，其基本函数为：
Y (t) = F (k (t) ,A (t) L (t)×s (t)) (1)

根据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因素，即

符合经典的CD生产函数。然而在中国国情下，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较大，CD函数显得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本文将海洋文化扩展后的制度和

其他相关因素引入模型中，为此将CD函数模型作一修改。

Y = A (t) KαHβeλ
δ
Z (2)

本文采用技术进步非中性和可变替代弹性的超越对数形式增长模型，用滞后一期的国民

产出衡量资本、劳动以外的潜在因素的影响，最终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Yit = α+βXi,t +γZitt +εit (3)

εit

其 中 ：Y i t=[Grow i t， lnpGDP i t]分 别 表 示 各 省 份 i在 年 度 t的GDP增 长 率 和 人 均GDP的 对 数 ，

X i t=[Open i t，Mark i t，LnFDI i t]分别为对外开放度、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Z=[lnk i t，

LnHCit，Techit，Infrait，Urbanit]分别表示资本的对数、人力资本的对数、技术进步水平、基础设施水

平、城市化水平，t为滞后变量，β是本文关注的重要参数，其显著与否关系到海洋文化扩展带来

的制度变迁是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γ为控制变量参数， 为残差项。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是2001–2013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因为资料缺失和考虑到资料

的易得性，本文选择的样本、变量及数据来源分述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各省份经济绩效采用实际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来衡量，两指标均用当年

价计算，为了消除波动性，对于GDP实际增长率，本文的计算方法是：上年=100，当年地区GDP

除以上年GDP减100，人均GDP直接取自然对数。为了使数据资料的口径统一，2001–2009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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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用进出口总额/GDP、

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3. 控制变量。依据经典模型和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因素，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1）物质资本。根据永续盘存法原理，物质资本的基本计算公式为：Kt =（1–δ）Kt–1+It，数据的

选择采用张军等（2004）的方法，当年投资It用当年固定资本形成额表示，基年资本存量I0用各省

份1952年的固定资产形成额除以10%表示，综合折旧率δ为9.6%。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在张军

等（2004）对中国实际物质存量估算的基础上，选择1990年的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1952年为

基期）作为基年资本存量，并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为1990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各省份

统计年鉴。

（2）人力资本。采用岳书敬和刘朝明（2006）的做法，用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h）和劳动量

（L）的乘积表示。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分地区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将从

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为7类，即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高中、初中、小学、未上过学，且把

各类受教育程度的平均累计年限分别界定为19年、16年、14年、12年、9年、6年、2年，则居民受教

育程度年限（h）的计算公式为：h=未上过学×2+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学专科×14+大学本科×
16+研究生×19，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3）技术进步。参照徐现祥等（2007）的做法，将技术进步率与资本折旧率之和设定为0.10，

为了避免这一变量是常数项，将其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加，这一做法虽然武断，但不影响分析

结果。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4）基础设施。本文采用人均公路通车里程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5）城市化。本文用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四）估计方法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运用最多的是静态面板模型，此方法虽然可以控制个体效应对回归结

果产生的偏差影响，但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受当前因素的影响，又受历史因素

的影响，需要用动态面板模型再次检验。由于滞后期的增长率用以控制经济增长的惯性特征，

必须用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本文选择的模型，除了典型的双向效应（地区固定效应

表 1    变量说明

变　量 符 号 定　义

被解释变量

实际GDP增长率 Y 本年GDP/上年GDP–100

人均GDP Y LnPGDP

解释变量

对外开放度 Open 进出口总额/GDP

市场化 Mark 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外商直接投资 FDI LnFDI

控制变量

物质资本 K Kt=（1–δ）Kt–1+It，It为当年固定资本形成额

人力资本 HC HC=h×L，h为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L为劳动量

技术进步 Tech 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0.10

基础设施 Infra 人均公路通车里程

城市化 Urban 城市人口/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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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度固定效应）外，还存在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化，即滞后一年的被解释变量Yi。X用来控制地

区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可能，以及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即可能内生的解释变量不仅包括滞后变

量，而且还包括各控制变量Xit。根据Madariaga和Poncet（2007）的观点，GMM是目前同时解决被

解释变量动态化、解释变量内生化的最好方法，同时还能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四、  结果估计

（一）静态面板模型估计

为了对比分析海洋文化扩展引发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首先对静态面板模型

进行估计。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it = α+βXit +γZit + νi+ θt +εit (4)

其中，Y为经济增长率或人均GDP的对数，X为海洋文化扩展变量，Z为一组控制变量，i、t分别为

年份和省份，ν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定效应，θ为时间固定效应，ε 为残差。为了消除异方

差，FDI、infra做了对数化处理。估计结果见表2。

表2显示，Hausman检验支持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第2列至第4列显示，在控制物质资

本等因素后，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

表 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GDP增长 人均GDP
1 2 3 4 5 6

C –0.027 15.087** 18.329*** 8.665*** 8.550*** 8.671***

（–0.021） （3.558） （4.651） （6.200） （6.349） （5.893）

Open 8.900*** 0.031**

（36.346） （2.161）

Mark 5.192*** 0.016
（4.487） （0.555）

lnFDI 0.430*** 0.019**

（2.744） （2.529）

lnk 0.560*** 1.089* 0.379 0.490*** 0.492*** 0.478***

（3.545） （1.938） （0.699） （10.316） （10.288） （9.994）

lnhc –0.404*** –1.138* –0.996* 0.064* 0.066* 0.072*

（–2.294） （–1.817） （–1.719） （1.621） （1.649） （1.824）

tech –0.051** –0.154* –0.140* 0.000 0.002 0.002
（–2.057） （–1.714） （–1.680） （0.192） （0.344） （0.44）

lninfra 0.005* –0.007 0.013 0.000 0.000 0.000
（1.804） （–0.779） （1.211） （0.816） （0.770） （0.752）

urban 1.287* –3.894* –5.430** 0.012 0.013 –0.006
（1.90） （–1.721） （–2.463） （0.105） （0.114） （–0.048）

N 310 308 310 310 308 310

F 273.785 35.831 32.851 9 977.065 9 754.319 10 031.59

AdjR2 0.861 0.443 0.419 0.996 0.996 0.996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统计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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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外开放度、市场化、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均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第5列至第7列估计

了制度变迁对人均GDP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均GDP都有正面影

响，分别通过1%和5%的显著性检验，而市场化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似乎不支持本文的观点。可

见，市场化可以推进整体经济增长，但过度市场化可能造成分配不公，从而对人均GDP增长不显著。

（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

表2显示，作为控制变量的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他因素的作用是

不稳定的，有些变量的影响有时显著，有时不显著；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这可能是内

生性原因造成，因此需要用动态面板模型进一步分析。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Yit = α+β1Yi,t−1+β2Yi,t−2+β3Xit +γZit + νi+εit (5)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的一致性，本文采用GMM的方法，由于本文观察样本是31个省份，时间

跨度为13年，符合使用GMM分析的条件，回归结果见表3。

由于系统GMM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它比静态面板模型更加可靠，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它

更符合研究预期。表3显示，滞后一期的系数为正值，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各省份的经济

增长除了资本等有形要素外，潜在的因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认为这个潜在的因素是海洋

文化扩展的结果，具有动态性，由于它对经济增长的各要素发挥持久的正面影响，因此各省份

经济增长表现出惯性特征。表3同时显示了海洋文化扩展对各省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效果，

表 3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GDP增长 人均GDP
1 2 3 4 5 6

C –0.027 15.087** 18.329*** 8.665*** 8.550*** 8.671***

（–0.021） （3.558） （4.651） （6.200） （6.349） （5.893）

Open 8.900*** 0.031**

（36.346） （2.161）

Mark 5.192*** 0.016
（4.487） （0.555）

lnFDI 0.430*** 0.019**

（2.744） （2.529）

lnk 0.560*** 1.089* 0.379 0.490*** 0.492*** 0.478***

（3.545） （1.938） （0.699） （10.316） （10.288） （9.994）

lnhc –0.404*** –1.138* –0.996* 0.064* 0.066* 0.072*

（–2.294） （–1.817） （–1.719） （1.621） （1.649） （1.824）

tech –0.051** –0.154* –0.140* 0.000 0.002 0.002
（–2.057） （–1.714） （–1.680） （0.192） （0.344） （0.44）

lninfra 0.005* –0.007 0.013 0.000 0.000 0.000
（1.804） （–0.779） （1.211） （0.816） （0.770） （0.752）

urban 1.287* –3.894* –5.430** 0.012 0.013 –0.006
（1.90） （–1.721） （–2.463） （0.105） （0.114） （–0.048）

N 310 308 310 310 308 310

F 273.785 35.831 32.851 9 977.065 9 754.319 10 031.59

AdjR2 0.861 0.443 0.419 0.996 0.996 0.996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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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度、市场化无论是对GDP增长还是人均GDP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通过了1%的

显著性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实际GDP增长和人均GDP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分别通过了

5%和1%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动态面板回归的结果要优于静态面板的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本文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还必须进行稳健性检验，海洋文化扩展受地理因素影

响，因此将地理距离作为变量引入模型。一般而言，距离海洋越近，按受海洋文化越快，海洋文

化扩展的效果越好；反之亦然。本文地理距离的计量是以各省会城市到深圳的空间直线距离计

算的，估计结果见表4。

表4显示，将地理距离引入模型后，各要素的参数符号、参数值、显著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因此说明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稳健的，本文的结果是可信的。

五、  研究结论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然而，中国

的崛起不仅是硬实力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软实力的崛起，因此，加强文化建设特别是海洋文化

建设至关重要。现有文献已从多方面论证了市场化等因素对中国崛起的贡献，但从文化视角特

别是以海洋文化为视角的研究尚不多见，从海洋文化扩展与制度变迁联系分析的文献更加缺乏。

表 4    稳健性检验——引入地理距离的回归分析

实际GDP增长 人均GDP
1 2 3 4 5 6

C –0.615 19.099*** 22.641*** 7.512*** 8.062*** 8.213***

（–0.300） （2.899） （3.660） （3.746） （3.700） （3.417）

Open 8.918*** 0.157**

（35.669） （1.994）

Mark 5.115*** 0.016
（4.405） （0.537）

lnFDI 0.406*** 0.019***

（2.592） （2.515）

lnk 0.541*** 1.206** 0.539 0.480*** 0.491*** 0.477***

（3.198） （2.121） （0.967） （10.167） （10.251） （9.953）

lnhc –0.370* –1.349** –1.227** 0.074* 0.067* 0.073*

（–1.844） （–2.022） （–1.977） （1.849） （1.660） （1.829）

Tech –0.045 –0.193* –0.184* 0.002 0.002 0.002
（–1.536） （–1.937） （–1.957） （0.439） （0.360） （0.460）

lnInfra 0.005* –0.007** 0.012 0.000 0.000 0.000
（1.184） （–0.735） （1.190） （0.759） （0.725） （0.717）

Urban 1.405* –4.458* –6.029*** 0.014 0.015 –0.005
（1.864） （–1.906） （–2.656） （0.125） （0.126） （–0.040）

LnDis 0.037 –0.299 0.320 0.118 0.060 0.055

（0.367） （–0.763） （–0.883） （0.586） （0.476） （0.235）

N 310 （308） 310 310 308 310
F 238.895 31.373 28.811 8 684.061 8 508.686 8 750.132

AdjR2 0.86 0.442 0.419 0.996 0.996 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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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沿海崛起入手研究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1）改革

开放提高了海洋文化的地位，使海洋文化迅速扩展。（2）海洋文化的扩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话

语生态，催生崭新的公共政策话语。（3）新的公共政策话语催生新的制度，从而促进经济的增

长。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海洋文化扩展的结果。

当然研究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的影响，还有些问题值得继续讨论：一是海洋文化与农

耕文化的冲突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必然会产生文化冲

突，不仅有中西文化冲突，还有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冲突，它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思想混

乱，在道德领域产生价值取向紊乱。如何将海洋文化打造成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使其真正成

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二是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问题。中国传统文

化是农耕文化，海洋文化被长期湮没不彰，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的优势融合，共同推进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对策：（1）捍卫海洋文化边疆，抵御海洋文化霸权。吸收国内

外文化的精华，建设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加长海洋文化的短板，使其成为新时期推动中国经

济增长的不竭动力。（2）弘扬和培育海洋文化精神，提高海洋文化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大力

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加快中华民族崛起的步伐。（3）推进海洋文化的不断创新，拓展中国海洋

文化的传播平台，提高传播能力，构建中国的海洋话语，以此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本文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1）资料所限，本文采用13年的数据分析，时间相对较短。

（2）在进行稳健性分析时，只用地理加权一种方式分析，略显不足。（3）文化测量还应包含宗教

等因素，由于缺乏资料，精准测量有待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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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ansion of Marine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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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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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land resources are increasingly exhaust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ocea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found, and the concept of marine culture is gradually becoming

popular. The rise of China also benefits from the expansion of marine culture, that is to say,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actors of marine culture. In other words, as a stable system form, marine culture has had a

lasting and profound effec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holds that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starts from the southern coast, and is gradually promoted from the regions

to the industries through language evolution that official languages with marine cultural ideas

bring  changes  in  folk  languages,  thereby making the  generation of  public  policy  discourse

represented by marine culture-oriented political reports of the Party Congress. By establish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e-linguistics-institution-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constructs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that match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rporates the expansion of

marine culture into an economic system in three dimensions. And it abstracts a variable from the

expansion of marine culture to measure, and introduces it into an econometric model. Then it

uses OLS and GMM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expansion of marine

culture on the rise of China. It shows that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raised the status of

marine culture, brought about full expansion of marine culture, changed the whole social language

ecology, facilitated a new system of public policy, promoted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rough the gradient and level effects, so as to realize the rise of China. The econometric model

also  shows that,  after  controlling the  related variables,  the  expansion of  marine cultur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atic and dynamic test results are

consistent. The robust test also supports this conclusion, indicating th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reliable. Of course, the expansion of marine culture may also produce some negative

effects. To this end, we should strive for countermeasures appropriate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to

resist  the  western  maritime  cultural  hegemony  and  build  marin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make it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We shoul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Chinese marine culture, foster its cohesive force and stimulating function,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ocean culture, construct Chinese-style ocean discourse, an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marine cul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o deep into the

cultural level, try to connect marine culture with economic growth, discus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discuss the path dependence of China’s ris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t hopes that in the new era of the ocean century, China will quickly realize the

dream of a powerful maritime power and push forward all-round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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